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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歧視對男同志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 

以復原力為調節變項、 

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為中介變項*

鍾道詮 張德勝** 王鴻哲 王允駿

本研究旨在探討遭受歧視對男同志身心健康的影響，並分析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對其關係之中介效果，

以及復原力對其關係之調節效果。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242位男同志的資料，以調節式中介效果

路徑分析進行假設驗證。研究結果發現：（1）遭受歧視與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對男同志身心健康有顯

著的負向影響，復原力對男同志身心健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遭受歧視與復原力對內化污名、憂思反芻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身心健康間有顯著的完全負向中介

效果；（3）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作用會顯著影響內化污名，但不顯著影響憂思反芻；（4）復原力

顯著調節內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研究結論如下：外在環境的歧視、個體

內在的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會對男同志身心健康有著負面影響。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對遭受歧視與男同

志身心健康有著完全中介效果。復原力可對男同志身心健康進行調節，尤其可減少遭受歧視透過內化污

名的負面影響。不過，復原力可能沒辦法減少歧視透過憂思反芻對男同志身心健康的負面影響。本研究

根據以上所述，提出相關的討論與建議。

關鍵詞：內化污名、男同志、復原力、遭受歧視、憂思反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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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臺灣於2019年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成為亞洲第一個承認同
性婚姻的國家；法律施行提升同志（含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者、酷兒等性少數群

體，本研究以同志統稱）能見度，及改變社會民眾對同志群體的態度，使同志權益更

向前邁進一大步。研究發現在社會和法律上認可同性婚姻，能減緩民眾歧視，且能減

少同志群體自殺機率（Ko et al., 2020）。
依美國蓋洛普公司（Gallup, Inc.）2020年的調查，美國同志群體約占成年人口的

5.6%（Brown-Saracino et al., 2021）。在臺灣，根據中央研究院2012年的調查估計，
同志群體約占成年人口的1.9%；若以臺灣2,300萬的總人口來算，全國約有44萬人以
上的同志群體。 
同志群體常因為來自家庭、學校同儕、社會民眾的歧視（discrimination）、騷擾

或侵犯，而感受到壓力（Camp et al., 2020）。這些外界的歧視、騷擾或侵犯常使同
志，相較異性戀者群體，可能有較多身心健康（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問題，例
如恐慌症、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物質濫用、自殺等（楊喬羽、沈瓊桃，

2018；Argyriou et al., 2021）。
Meyer（2003）提出少數族群壓力模式（minority stress model），以社會文化因

素解釋同志群體身心健康較不佳的現象。此模式認為在以異性戀價值為主流的社會

中，同志群體因內在自我與社會、文化及政治環境的期望不同而有所衝突，容易產生

長期壓力，使其身心健康較為不佳。不過M e y e r（2015）之後也納入復原力
（resilience）概念，說明同志群體在復原力作用下，可以正向方式因應與調適壓力。
研究指出，不同種族、文化環境下的同志群體，多少能產生復原力，調適壓力，緩解

少數族群壓力源的影響（Kiekens et al., 2020）。由此可知，納入少數族群壓力和復原
力的概念，可進一步瞭解影響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機制。

因此本研究奠基於Meyer（2003, 2015）少數族群壓力模式，探討男同志群體在遭
受歧視（perceived discrimination）後，內化污名（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憂思
反芻（brooding rumination）及復原力，對其身心健康的可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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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與假設推演

（一）少數族群壓力模式

Meyer（2003）的少數族群壓力模式以社會文化因素解釋同志群體身心健康較不
佳的現象。此模式認為：在異性戀正統思維（heteronormativity）（視異性戀為唯一
正常的情慾取向的思維模式）影響下（Fell et al., 2008），同志的慾望與身分是被否
定的；在這樣壓抑與壓迫的環境下，同志群體傾向壓抑自身情慾或行為，或強迫自己

成為異性戀者（Mail & Safford, 2003）。亦即其內在自我與社會文化期望不同而產生
衝突。這種衝突容易造成同志群體長期壓力，影響他們身心健康（Witherspoon & 
Theodore, 2021）。
少數族群壓力模式將同志群體會遭遇到的壓力源分為三種：一般壓力源（general 

stressors）、遠端壓力源（distal stressors）及近端壓力源（proximal stressors）
（Meyer, 2003）。一般壓力源為任何人皆有可能遭遇到的事件，例如家人往生和失
業。遠端壓力源，又稱客觀壓力源，主要為針對同志群體的外部事件或狀況，例如遭

受歧視、騷擾、霸凌，或被家人或朋友排斥等。近端壓力源，也稱為主觀壓力源，源

自於個體主觀感受的壓力，例如同志群體預期被排斥的心理狀態、內化污名等

（Schrager et al., 2018）。這些從遠端至近端的壓力源，彼此交疊、影響、加成與作
用，逐漸讓同志群體內化外部社會的負面態度（Lee et al., 2022）；形塑成較低下或卑
微的自我認知與概念（Scheer et al., 2020）；甚至從事可能引發身心健康問題的行
為，例如喝酒、用藥，或有高風險的性行為，因而影響身心健康（Kiekens et al., 
2020）。Argyriou等人（2021）的文獻回顧發現，Meyer的少數族群壓力模式已被大
量與同志群體健康有關的研究所引用；此模式的架構與主要概念間的關係，也多被這

些研究的結果支持。

（二）遭受歧視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

歧視指的是基於人的差異，無論是族群、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給予不同區別、

排斥、限制或優惠，致損害他人權益的作為（Yu et al., 2021）。遭受歧視（perceived 
discrimination）係指同志群體因其異於社會以異性戀為主流價值的規範，需常常面對
的系統性壓力源，包括言語羞辱、霸凌、性騷擾，甚至性侵害等（Doan Van et al., 
2019）。遭受歧視可能發生在同志群體生活周遭的許多場域，例如家庭、學校、公司
等；而歧視的來源可能是同志群體的家人、親戚、同學、同事或陌生人（Camp et al., 
2020）。即使有些國家，包括臺灣，已通過同性婚姻法，不少同志群體仍在社會中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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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歧視，因為還是有部分民眾不接受同志群體、或對同志群體有負面態度或刻板印

象（Hsieh, 2019）。過去研究亦顯示遭受歧視是同志群體常面對的壓力源，Pelullo等
人（2013）曾調查1,000位義大利同志發現，有28.3%表示其成長過程中曾被歧視或被
騷擾過：其中，85.2%曾被他人語言騷擾；28.6%曾被歧視；26.2%曾受過肢體暴力對
待或被性侵。此外，在美國賓州和俄亥俄州的研究發現：青少年同志，相比異性戀

者，有較高機率被歧視或被騷擾（Burton et al., 2013）。
遭受歧視的經驗會引發同志群體身心健康問題，包括焦慮、憂鬱、低自尊等

（Doan Van et al., 2019; Hatzenbuehler, 2009; Smith et al., 2020）。例如，Josephson與
Whiffen（2007）曾調查加拿大510位男同志發現：在青少年階段被同儕霸凌的經驗與
日後的憂鬱症狀有正相關；被霸凌的經驗也能解釋日後憂鬱症狀。另外，研究亦指

出，曾被霸凌的青少年同志，相較沒有類似經驗的人，有高達2.6倍的可能性有憂鬱
的情況，或有5.6倍的可能性曾嘗試自殺（Swearer et al., 2008）。在身體健康部分，
Jackson等人（2016）發現：相較男異性戀者，男同志更可能有高血壓、心臟疾病或
身體功能上的限制。

（三）內化污名、憂思反芻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

污名係指當個體或群體出現在他人面前時，所具有的「被他人歸類至不好」（玷

污、骯髒、下流、危險或恐怖）的特性，使這些個體或群體與他人有所區別；這些被

污名的特質會逐漸建構成社會真實（Goffman, 1963/2010），影響大眾對這些個體或
群體的印象（Lupton, 1999）。
污名來源可簡易分為：身體缺損、個體特質缺損及部族認同（G o f f m a n , 

1963/2010）。同志群體特質和生活方式與社會異性戀主流價值觀不同，且過去曾被
界定為需被治療的「心理缺陷」；此外，同志群體沒有如原住民、身障人士的外顯可

辨識特徵（周華山，1995）；所以，同志群體算是「個體特質缺損、但無法從外觀辨
識」的被污名者（McGarrity & Huebner, 2014）。這特質一方面使同志群體易蒙混過
關（只要不現身，就可能不會招引污名）（Timmins et al., 2020）；但另一方面，卻
又使不少同志群體更會隱身自己，避免曝光而招引污名（McGarrity & Huebner, 
2014）。這種刻意避免污名或歧視事件、預期自身會遭到異性戀主流或污名傷害，或
對自己身分有所擔心與恐懼的主觀感受，就是將污名內化於自身的內化污名（Herek 
et al., 2009），或內化的性污名（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ISS）（Meyer, 1995）（本
研究以內化污名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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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污名為同志群體對自己身分抱持負面態度的壓力源（Tan, 2019）。內化污名
讓同志群體易傾向隱藏自己身分、覺得自己與一般社會大眾不同、低人一等，在極端

狀態下，會否定自己性傾向（Lingiardi et al., 2012）。內化污名為常見的壓力源，易
增加同志群體承受的壓力，導致內分泌失調、情緒管控失調、人際互動困難，甚至提

升憂鬱症的發生（張虹雯、王麗斐，2015；Hatzenbuehler, 2009; Hatzenbuehler et al., 
2008; Yen et al., 2021）。Camp等人（2020）在系統性檢視現有研究文章後，也得出
「內化的異性戀霸權（internalized heterosexism）與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高度負相
關」的結論。

同志群體在面對少數族群壓力源時，可能會因憂鬱或悲傷而反覆思考這些經驗，

此則為反芻思考（rumination）（Timmins et al., 2020）。反芻思考又可再分為「省思
反芻」（reflective rumination）（所謂的內在反省，個體的思考以未來遇到類似狀況
時可能的解決方式為主），及「憂思反芻」（brooding rumination）（類似所謂的鑽
牛角尖，指的是個體只關注於挫折或懊惱而自責）兩類（方紫薇，2011）。當個體傾
向以省思反芻來因應外在不友善的環境引發的心理困擾或憂鬱情緒時，則可能降低負

向情緒，且學習或發展出較佳的因應策略；反之，當個體傾向以憂思反芻因應時，則

可能無法減緩負向情緒，甚至掉入無限循環的負向情緒與認知中，而更加惡化負向情

緒（游勝翔等人，2008）。研究發現憂思反芻與同志群體憂鬱、焦慮、身心健康不佳
有高度相關（Hatzenbuehler et al., 2009; Li et al., 2021; Nolen-Hoeksema, 1987; Treynor et 
al., 2003; Wong & Moulds, 2009）。
由上可知，反芻思考是個體經驗與面對特定情境（例如：壓力或心理困擾情緒）

時，可能為了降低負向情緒，而學習或發展出較佳的因應策略或調整狀態。因此，反

芻思考大多時候被視為是一種壓力因應策略（Robinson & Alloy, 2003）或情緒調節策
略（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y）（Aldao et al., 2010）。不過，如果就心裡被干擾或是
負向情緒來看，反芻思考是個體的反應風格和前置變項（陳玉樺，2018）。Alloy等
人（2000）提出「壓力反應性反芻」（stress-reactive rumination）概念，認為個體在
面對生活壓力事件時，會根據其對壓力事件的負向推論（negative inferences）進行反
芻思考；而這種反芻思考發生於憂鬱心情出現前，且通常未到引起憂鬱（depressed 
mood）的程度。由於本研究著重點在於憂思反芻的負向情緒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
的影響，因此更著重在將憂思反芻作為心理負向情緒的壓力狀態。

國外文獻曾針對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反芻思考與個人身心健康間的關係進行探

討。例如Pérez-Garín等人（2015）發現：在213位接受社服機構照護的西班牙裔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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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遭受歧視和內化污名有高度正相關，遭受歧視和生活幸福滿意度成負相關；且內

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生活幸福滿意度間有顯著的中介效果。Bernard等人（2022）長
期追蹤美國東南區158位非洲裔美國青少年，發現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和身心健康間
有顯著的中介效果。就同志群體而言，Baiocco等人（2021）發現，在接受調查的義
大利同志群體中，內化污名與反芻思考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也有顯著的中介效

果。在瑞典的研究顯示，遭受歧視與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對不同性傾向的人與
心理痛苦間的關係有著顯著的間接中介效果（indirect mediating effects）（Bränström 
& Pachankis, 2018）。
目前針對臺灣男同志群體的壓力源、內化污名、反芻思考與身心健康之研究的主

要發現為：顏正芳和其團隊發現，臺灣同志群體遭受微歧視（microaggression）與其
焦慮、憂鬱及自殺念頭有顯著關聯（引自Tsai et al., 2021）。Lee等人（2022）的調查
也發現：在臺灣20至30歲500位男同志和500位女同志中，對性的內化污名與心理健康
有關聯。Baiocco等人（2021）的跨國研究發現：臺灣同志群體，相較義大利同志群
體，受到的歧視較少，但受到的內化污名、反芻思考與身心健康問題較多；遭受歧視

可預測臺灣同志群體的身心健康。邱傑麟（2019）以Meyer（2003）的少數族群壓力
模型為理論基礎，調查與比較311位異性戀者和306位性少數者性別角色信念和心理健
康；他發現：預期性的污名來源與苦惱自責式反芻（憂思反芻）可顯著正向預測心理

健康。林逸祥（2017）採用Meyer（2003）的少數族群壓力理論，以橫斷式問卷調查
277位13歲以上的男同志的多種性少數壓力源與其自殺企圖間的關係。其研究指出：
多種性少數壓力源皆可顯著預測自殺意念；知覺負擔在性少數壓力源與自殺意念間具

有中介效果。

但上述臺灣的文獻中，尚未有研究針對臺灣男同志群體遭受歧視經驗、內化污

名、憂思反芻與其身心健康的關係進行探究，因此本研究以Meyer（2003）的少數族
群壓力模式為理論架構，針對這部分進行分析，以補過往文獻之不足。本研究假定：

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憂思反芻與身心健康間有負向關係；內化污名和憂思反芻是遭

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中介因子。

假設1：遭受歧視透過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能間接預測身心健康。
假設1-1：遭受歧視能負向預測身心健康。
假設1-2：遭受歧視能正向預測內化污名。
假設1-3：遭受歧視能正向預測憂思反芻。
假設1-4：內化污名能負向預測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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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1-5：憂思反芻能負向預測身心健康。

（四）復原力與男同志身心健康

Meyer（2015）在其模型中，納入復原力概念，說明同志群體在復原力作用下，
能緩衝少數族群壓力對身心健康的衝擊。研究指出，不同種族、文化環境下的同志群

體，多少能產生復原力，調適少數族群壓力，緩解前述壓力源的影響（Kiekens et al., 
2020）。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於2003年定義復原力

為：個體面對與抵抗災難、創傷、艱辛等生活中困苦或壓力事件，恢復正常適應的能

力；復原力在個體面對困境時會出現、存活與茁壯，將個體導向正向調適，緩解壓力

的負向影響；復原力使個體在每個發展階段能以不同的行為因應壓力與壓力源、促進

或修補健康；復原力是人在逆境中成長的主要力量，是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心理過程

（黃俊傑，2008；Luthar et al., 2000; Seligman & Csikszetmihalyi, 2000）。
學者也建議該把社會文化脈絡的概念納入到對復原力的理解中；畢竟，在充滿支

持與保護性的社會與社區中，個體也較有機會發展出復原力（Colpitts & Gahagan, 
2016）。Pietrzak與Southwick（2011）在定義復原力時，建議不要奠基於二分法（有
或無）的視角，而是奠基於連續體（continuum）的視角，且這種連續體可能以不同
程度存在於生活不同領域，例如：能夠好好適應工作場所或學術環境壓力的人，可能

無法適應他們的個人生活或人際關係。當整體社會大眾對同志群體越不友善時，其復

原力就會受到負面影響（Colpitts & Gahagan, 2016）。同樣地，改善社會大眾對同志
群體的污名與歧視、營造性別友善的正向環境，可讓同志群體從社會中感受到支持，

也可讓其對自己身分有正面感受，進而發展出復原力。無論從個體或群體面向，增加

同志群體復原力，都可降低面對壓力源時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升身心健康（Bariola et 
al., 2017; Riggle et al., 2008）。
目前針對臺灣男同志群體復原力之研究的主要發現為：黃俊昌（2013）和蘇永元

（2018）發現男同志在少數族群壓力下，還是會嘗試因應壓力源；年齡增長至成年
後，則發展出較好的復原力；隨著臺灣社會大眾逐漸接受，男同志個體和群體皆有正

向改變。Baiocco等人（2021）以同志群體進行的跨國研究發現：臺灣人相較於義大
利人，復原力較低。顏正芳和其團隊發現：對同志群體而言，獲得的家庭支持越低

（亦即缺乏環境的復原力）時，有較大機率遭遇到與性傾向相關的微歧視（Tsai et al., 
2021），也與社交不自在的內化污名有顯著關聯（Lee et al., 2022）。上述研究結果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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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針對臺灣男同志群體的復原力、少數族群壓力和復原力的交互作用是否影響身

心健康等面向，仍需更多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使用調節式中介模式，提出以下假設：復原力能負向預測遭受歧視、

內化污名和憂思反芻，能正向預測身心健康；復原力能正向調節內化污名和憂思反芻

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本研究的研究假設2如下：
假設2： 復原力能正向調節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中介

效果。

假設2-1：復原力能負向預測內化污名。　
假設2-2：復原力能負向預測憂思反芻。
假設2-3：復原力能正向預測身心健康。
假設2-4：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作用能正向預測身心健康。
假設2-5：復原力能正向調節內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
假設2-6：復原力能正向調節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Meyer（2015）提出的少數族群壓力與復原力之模型為研究架構基礎，
以問卷調查法，探究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及復原力，與身心健康間的關

係。

依前述文獻回顧，本研究的架構，如圖1所示：遭受歧視為自變項（X），身心
健康為依變項（Y），內化污名（M1）與憂思反芻（M2）為中介變項，復原力為調節

變項（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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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於臺灣同性婚姻法通過後，在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
間，透過網路宣傳招募研究參與者；並採用紙本與網路問卷並行方式，讓參與者填答

問卷。本研究之問卷格式皆相同，填寫時間約為20分鐘。無論是紙本與網路問卷上，
都有清楚告知「研究單位、研究目的、隱私權保護及研究負責人連絡方式。並說明這

是自願性參與之研究，參與者有權利在任何時候停止回覆問卷或退出研究」等資訊。

問卷皆採用匿名填答方式，保障參與者隱私。

三、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參與者條件為年齡滿18歲以上、國籍為中華民國、自我認定為
男同志（包括男同性戀、男雙性戀、男酷兒者）。共收到328份問卷，剔除有遺漏值
和不符合參與者條件的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份數為242份，含網路問卷150份和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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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92份。參與者年齡範圍從18歲到70歲（M   = 34.47，SD   = 9.84）；性傾向認同為
男同性戀226人（93.4%）及男雙性戀16人（6.6%）；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下37人
（15.3%）、大學132人（54.5%）、研究所以上73人（30.2%）。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採用五種國外量表，皆為英文版本。每一量表經研究團隊中文翻譯後，

再請一位中英文雙語專家，以逆向翻譯（back translation）成英文量表加以對照，以
提升本研究所使用的中文量表題意能和原英文量表題意相符合一致。另外，為求取中

文翻譯量表的嚴謹度，先以122位男同志為預試樣本，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以及
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建構量表信效度。

（一）遭受歧視量表

本研究採用Balsam等人（2013）所發展之「每日異性戀壓迫經驗量表」（Daily 
Heterosexis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中的「歧視／騷擾分量表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Subscale）（以下簡稱「遭受歧視量表」）。此量表共有六道題項，採
Likert六分測量方式（0代表並未發生，5代表有發生且對生活極為造成困擾），詢問
如「在過去一年中，因為您同志身分而在餐廳或商店遭不平等對待」、「您是否因為

同志身分而遭陌生人言語騷擾」等問題。進行分數加總後，再除以題數；此量表總分

為5分，分數越高表示遭受歧視越多。原英文量表的信度α係數則為.91（引自Baiocco 
et al., 2021）。中文版的量表效度分析方面，六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7至.86之
間，解釋變異量51.60%，信度α係數則為.80。

（二）內化污名量表

本研究採用L i n g i a r d i等人（2 0 1 2）所發展之「同性戀內化污名量表」
（Measurement of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for Lesbians and Gay Men）縮減而成的短
版。此量表共有六道題項，採Likert五分測量方式（1為非常不同意，5為非常同
意），詢問如「我不相信同志之間有愛情存在」、「在穿著和言行上都小心，以免暴

露自己的同志身分」等問題。進行分數加總後，再除以題數；此量表總分為5分，分
數越高表示內化污名越多。原英文量表的信度α係數則為.90（引自Baiocco et al., 
2021）。中文版的量表效度分析方面，有一題因素負荷量小於.40的題目被刪除，其
餘五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7至.76之間，解釋變異量44.21%，信度α係數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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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憂思反芻量表

本研究反芻思考量表以Tr e y n o r等人（2003）所發展之「反芻思考量表」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中的憂思（brooding）分量表進行翻譯及採用。Treynor
等人的反芻思考量表共分反思（reflection）、憂思（brooding）與憂鬱（depression-
related）三個向度，由於本研究目的在瞭解男同志群體在面臨歧視時，是否會因為遭
受歧視導致憂思反芻，進而影響其身心健康，故僅採用憂思反芻分量表，量表共有五

道題項，採Likert四分測量方式（1為從未／幾乎沒有，4為總是／幾乎總是），詢問
如「當情緒低落或憂鬱時，您想到為何我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反映？」等問題。進行

分數加總後，再除以題數；此量表總分為4分，分數越高表示憂思反芻程度越高。原
英文量表的信度α係數則為.99（引自Baiocco et al., 2021）。中文版的量表效度分析方
面，五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7至.78之間，解釋變異量41.27%，信度α係數則為
.80。

（四）復原力量表

本研究採用Wagni ld與Young（1993）發展之「復原力量表」（Resi l ience 
Scale）。此量表共有10道題項，採Likert七分測量方式，1為非常不同意，7為非常同
意），詢問如「處在困境的時候，我通常能夠找到出路」等問題。進行分數加總後，

再除以題數；此量表總分為7分，分數越高表示復原力越高。原英文量表的信度α係數
則為.93（引自Baiocco et al., 2021）。中文版的量表效度分析方面，刪除一題因素負荷
量小於 .40之題目，其餘九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1至 .85之間，解釋變異量
51.40%，信度α係數為.90。

（五）身心健康量表

有關於身心健康變項部分，由於健康自評（包括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被學者視

為能有效評量每人健康狀況的題項（Snead, 2007），因此本研究以健康自評方式獲得
參與者身心健康的測量。本研究採用改編自D'Augelli等人（2001）提出之「身心健康
量表」（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cale）。此量表共有四道題項，二題有關身體健
康狀況，二題有關心理與情緒狀況。採Likert五分測量方式（身心狀況：1為非常不
佳，5為很好；身心狀況五年改變：1為明顯變差，5為明顯變好），問題如下：「您
覺得自己目前的身體健康狀況如何？」「總體而言，您的身體健康狀況過去五年有何

改變？」「您目前的心理與情緒狀況如何？」「總體而言，您的心理與情緒狀況過去

五年有何改變？」進行分數加總後，再除以題數；此量表總分為5分，分數越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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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狀況越好。原英文量表信度α係數為.93（引自Baiocco et al., 2021）。中文版
量表效度分析方面，四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47至.81之間，解釋變異量41.56%，
信度α係數為.71。另外，研究者瞭解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雖有關聯，但彼此仍是不同
的概念。然而由於本研究為跨國研究案的一部分，而此跨國研究案的問卷採用含括身

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因此本篇文章仍延續這種用法。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SPSS 21.0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並使用Hayes（2013）提供使用於SPSS
語法的PROCESS巨集版本Model 4和Model 8進行多重中介效果與調節式中介效果之分
析。其調節式中介模式驗證路徑如圖2所示。

圖2 
調節式中介模式驗證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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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與Kenny（1986）提出調節式中介效果（moderated mediation）；並指出中
介效果中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等路徑會受到調節變項所影響（Muller et al., 2005; 
Preacher et al., 2007），因此使用調節式中介模型可清楚瞭解各變項間的影響機制，讓
理論與實證研究上更具有意義（張菽萱等人，2015）。Baron與Kenny（1896）建議，
中介效果成立的條件為自變項能顯著影響依變項（X→Y）；自變項能顯著影響中介
變項（X→M）；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放入模型後，如果自變項對依變項的效果減
弱或消失，那麼中介變項則具有完全或部分中介效果。但Williams與MacKinnon
（2008）認為以上述方法判斷中介效果時，未考量資料的常態分配及確切估計中介效
果值，且可能會造成有型一錯誤的結果推論。拔靴法（bootstrap method）則是對原始
樣本重複抽樣，產生中介效果值及95%信賴區間；因此在判斷中介效果時，採用拔靴
法較具統計檢定力（Williams & MacKinnon, 2008）。基於上述，本研究以拔靴法探討
研究模型之中介效果與調節式中介效果。

本研究首先探討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憂思反芻與身心健康間的多重中介效果，

再探討復原力在多重中介模型中的調節效果。故用Hayes（2013）的PROCESS巨集
之Model 4探討多重中介效果；再以Model 8分析調節式中介效果；並以拔靴法檢驗
95%信賴區間及探看此區間是否包括0：若信賴區間包括0，間接效果被視為不顯著；
若不包括0，則表示間接效果顯著，此變項具有調節式中介效果。

參、研究結果

一、各變項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項描述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復原力與身
心健康的偏態介於-.60至1.90之間、峰度介於-.51至4.17之間，均符合Kline（2005）所
指出偏態係數小於3，且峰度係數小於10的常態分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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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變項描述統計及變項間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N  = 242）
變項 M(SD) 偏態 峰度 遭受歧視 內化污名 憂思反芻 復原力

遭受歧視a .78(.90) 1.90 4.17
內化污名b 2.57(.86) .63 -.51 .257***

憂思反芻c 2.49(.69) -.60 -.51 .210** .208**

復原力d 5.17(1.01) -.50 .28 -.288*** -.289*** -.184**

身心健康b 3.32(.65) -.35 .62 -.148* -.294*** -.288*** .531***

*p  < .05; **p  < .01; ***p  < .001
註：a6分量表；b5分量表；c4分量表；d7分量表

遭受歧視量表平均得分為0.78分（總分為5分）；這反映一些參與者會因男同志
身分遭受歧視，但這些事件對其可能「完全沒有造成生活上困擾」。內化污名量表平

均得分為2.57分（總分為5分）；這反映多數參與者對自身內化污名狀況，是介於
「不同意」至「沒意見」之間。憂思反芻量表平均得分為2.49分（總分為4分）；這
呈現多數參與者「有時候」至「經常」有憂思反芻狀況。復原力量表平均得分為5.17
分（總分為7分）；這顯示多數參與者感覺自己復原力狀況介於「有些同意」至「同
意」之間。身心健康量表平均得分為3.32分（總分為5分）；這顯示多數參與者感覺
自己身心健康狀況介於「普通」至「好」之間。

至於各變項間的相關情形如表1所示：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及憂思反芻三個變項
間有達顯著水準的正相關。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及憂思反芻三個變項則與復原力、身

心健康兩個變項有達顯著水準的負相關。復原力與身心健康間則是有達顯著水準的正

相關。換言之，當參與者有較多遭受歧視經驗時，可能有較多內化污名，或較傾向憂

思反芻，同時身心健康狀況也較不好；當他們有較高復原力時，他們則可能有較少內

化污名，或較不會憂思反芻，身心健康狀況則傾向較好。

二、多重中介效果的假設檢定

多重中介效果各路徑係數如表2與圖3所示。模式一顯示遭受歧視顯著負向預測身
心健康（c = -.106，p  < .05）；假設1-1獲得支持。模式二顯示遭受歧視顯著正向預測
內化污名（a1 = .243，p  < .001），內化污名顯著負向預測身心健康（b1 = -.178，p  < 
.001）；假設1-2、1-4獲得支持。模式三顯示遭受歧視顯著正向預測憂思反芻（a2 = 
.162，p  < .01），憂思反芻顯著負向預測身心健康（b2 = -.214，p  < .001）；假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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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獲得支持。模式四納入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後，遭受歧視對身心健康之迴歸係數
下降，但未達顯著水準（c' = -.028，p  > .05）。間接效果的95% Bootstrapping信賴區
間分別為[ -.133, -.036 ]、[ -.084, -.014 ]、[ -.070, -.011 ]，且均未包括0。這顯示內化污
名與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有顯著完全負向中介效果；且對身心健康的解

釋力是14.2%（R 2 = .142）。

表2 
多重中介效果檢定摘要表（N  = 242）

研究變項

身心健康（Y） 內化污名（M1） 憂思反芻（M2）

模式一 模式四 模式二 模式三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常數項 3.407 62.670*** 4.336 25.499*** 2.377 33.745*** 2.365 40.745***

遭受歧視（X） -.106 -2.325* -.028 -.624 .243 4.123*** .162 3.324**

內化污名
（M1）

-.178 -3.746***

憂思反芻
（M2）

-.214 -3.709***

R 2 = .022
F (1, 240) = 5.404*

R 2 = .142
F (3, 238) = 13.102***

R 2 = .066
F (1, 240) = 17.001***

R 2 = .044
F (1, 240) = 811.049**

中介效果的量化
c = -.106*

c' = -.028
c-c' = -.078*

a1 = .243***

b1 = -.178***

a1 x b1 = -.043**

a2 = .162**

b2 = -.214***

a2 x b2 = -.035*

中介效果的檢定

Bootstrapping

信賴區間（CI） [-.133, -.036] [-.084, -.014] [-.070, -.011]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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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多重中介效果模式

三、調節式中介效果的假設檢定

調節式中介效果各路徑係數如表3與圖4所示。復原力能顯著負向預測內化污名
（a21 = -.201，p  < .001），假設2-1獲得支持；復原力能顯著負向預測憂思反芻（a22 = 
-.094，p  < .05），假設2-2獲得支持；復原力能顯著正向預測身心健康（c2' = .301，p  < 
.001），假設2-3獲得支持；但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作用未能顯著預測身心健康
（c3' = .052，p  > .05），假設2-4未獲得支持。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作用顯著正向
預測內化污名（a31 = .118，p  < .05），假設2-5獲得支持。也就是說，遭受歧視與復原
力對內化污名具有交互效果。在復原力低的參與者中，遭受較多歧視的人會比遭受較

少歧視的人，有較高的內化污名；但在復原力高的參與者中，遭受較多歧視的人會比

遭受較少歧視的人，有較低的內化污名。在復原力調節時，遭受歧視負向預測身心健

康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水準（c1' = .071，p  > .05）。這表示在復原力調節時，遭受歧
視是透過內化污名對身心健康產生負向影響。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作用未能顯著

預測憂思反芻（a32 = .043，p  > .05），假設2-6未獲得支持。也就是說，遭受歧視與復
原力對憂思反芻未具有交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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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調節式中介效果檢定摘要表（N  = 242）

研究變項
內化污名（M1） 憂思反芻（M2） 身心健康（Y）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常數項 iM1 2.598 48.875*** iM2 2.508 55.848*** iy 4.065 24.932***

遭受歧視 
（X） a11 .235 3.663*** a12 .163 3.001** c1' .071 1.614

內化污名 
（M1）

b1 -.100 -2.553*

憂思反芻 
（M2）

b2 -.178 -3.495***

復原力 
（W） a21 -.201 -3.761*** a22 -.094 -2.087* c2' .301 8.255***

X × W a31 .118 2.319* a32 .043 1.527 c3' .052 1.536
R 2 = .136
F (3, 238) = 12.470***

R 2 = .070
F (3,238) = 5.941***

R 2 = .343
F (5, 236) = 24.653***

調節式中介
效果的檢定

[-.038, -.003] [-.306, .004]

Bootstrapoing
信賴區間
（CI）

*p  < .05; **p  < .01; ***p  < .001



120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第七十二期

圖4 
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式

最後，研究者檢視遭受歧視對身心健康的條件式間接效果是否會因復原力高低而

有所不同，亦即檢視調節變項在高低一個標準差時，自變項經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是否

有條件式間接效果。研究者以Bootstrapping所得的信賴區間，作為調節式中介模式之
條件式間接效果的估計，亦即對此間接效果進行差異性檢定：若間接效果之95%信賴
區間未包括0，則表示其間接效果顯著；如果間接效果之95%信賴區間包括0，即表示
其間接效果不顯著。

如表4所示，當復原力中等與高時（即平均數及平均數加一個標準差），間接效
果分別為-.026及-.039，95%信賴區間為 [ -.060, -.002 ] 及 [ -.094, -.004 ] ，皆未包括0，
顯示間接效果達顯著水準。當復原力低時，間接效果為-.013，95%信賴區間為 [ -.037, 
.009 ] ，包括0，顯示間接效果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顯示本研究調節式中介模式效果
獲得支持。這反映內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會因復原力的高或

低而有所不同。當復原力中等及高時，內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負向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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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達顯著。也就是說，遭受歧視透過內化污名間接影響身心健康。當復原力低時，

遭受歧視透過內化污名對身心健康的間接效果則較弱。由於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

作用未能顯著預測憂思反芻，所以研究者未進一步檢視復原力、憂思反芻對遭受歧視

與身心健康的條件式間接效果。

表4 
復原力在遭受歧視、內化污名與身心健康之調節式中介效果的估計與檢定

組別
復原力
（W）

條件式
間接效果

標準誤
（SE）

Bootstrapping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低（M  - 1 SD）4.20 -1.007 -.013 .012 -.037 .009
中（M）5.30 .000 -.026 .015 -.060 -.002
高（M  + 1 SD）6.10 1.007 -.039 .023 -.094 -.004

肆、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貢獻

研究結果彙整如下：

（一）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顯著負向影響；

復原力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內化污名、憂思反芻不僅受遭受歧視影響，本身也會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

健康。這顯示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間具有中介

的角色。

（三）加入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後，遭受歧視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效果變得

不顯著。這顯示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間，具有

完全中介效果。

（四）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互作用會顯著影響內化污名，因此復原力顯著調節

內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但遭受歧視與復原力的交

互作用不會顯著影響憂思反芻，因此復原力不具有調節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

群體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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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本研究發現，外在環境的遭受歧視變項、內在個體的內化污名與憂思反

芻變項會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著負面影響；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對遭受歧視與男

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著完全中介效果。亦即是，除外在環境的負面因子外，內在個體

負面因子對身心健康的影響也不能忽視。復原力可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進行調節，

尤其可減少遭受歧視與內化污名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負面影響。不過，復原力可

能沒辦法減少遭受歧視與憂思反芻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負面影響。

在研究貢獻的部分，本研究為國內少數針對男同志群體，瞭解他們遭受歧視、內

化污名、憂思反芻、復原力多個變項對其身心健康影響之研究；並運用調節式中介模

型分析上述變項間的相互作用。

二、討論

（一）男同志遭受歧視、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之關係

少數族群壓力模式將同志群體遇到的壓力源分為：一般壓力源、遠端壓力源及近

端壓力源（Meyer, 2003）。本研究結果呈現，參與者在已通過同性婚姻的臺灣社會
中，還是面對少數族群壓力模式中的遠端與近端壓力源。同性婚姻的通過雖是同志人

權重要里程碑，但不代表同志受外界的歧視或騷擾因而消失。

雖然參與者有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和憂思反芻等三種形式壓力源，他們在這三個

面向上的得分仍有差異。意即他們面對這些壓力源時，還是有不同感受與解讀。對他

們而言，遭受歧視「完全沒有造成生活上的困擾」（歧視量表總分為6分，參與者平
均得分為0.78分，得分算很低）；但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帶來的困擾可能比遭受歧視
來得高（前者總分為5分，平均得分為2.57分；是「介於不同意至沒意見」之間；後
者總分為4分，平均得分為2.49分，平均得分趨近於或高於中間值）。換句話說，在
思考與處理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三種壓力源時，也許得更留意內化污名或

憂思反芻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此三種形式的壓力源彼此間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遭受歧視且能顯著

正向預測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這再次呼應了少數族群壓力模式強調要從社會文化因

素探看與解釋同志群體面對的壓力源，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個人層面（Baiocco et al., 
2021）。如前所述，男同志群體在社會中被污名化、邊緣化，並遭受歧視；如此長期
的遭受歧視會讓男同志群體內化社會對同志群體的污名、恐懼自己的同志身分，導致

內化污名（或內化恐同）的狀況。遭受歧視同時讓男同志群體傾向壓抑自己，進而有

憂思反芻，產生較多負面情緒。亦即當在處理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時，不能只從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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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看到與解讀不合適心理機制（例如本研究中的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而忽略外

在社會文化因素（例如本研究中的遭受歧視）引發的影響。

（二）遭受歧視仍然對男同志身心健康有所影響

本研究再次呼應文獻呈現的結論：遭受歧視會引發同志群體身心健康問題，包括

焦慮、憂鬱、低自尊等（Doan Van et al., 2019; Hatzenbuehler, 2009; Smith et al., 
2020）。男同志群體與社會的異性戀主流價值觀不同，因此社會大眾可能對男同志群
體有偏見、歧視、邊緣化或甚至污名化的行為（Herek et al., 2009; Thornicroft, 
2006），進而影響其身心健康。
在本研究中，遭受歧視雖對參與者「沒有造成生活上的困擾」，他們也感覺自己

身心健康狀況是「介於普通至好」之間；相關分析與中介效果分析結果顯示：遭受歧

視與身心健康間有顯著負相關；遭受歧視能顯著負向預測身心健康，其解釋力是

2.2%；而透過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中介的效果，對身心健康的解釋力是14.2%。亦即
男同志群體雖認為他們在生活中面對的歧視事件（看起來）量少，且「沒有造成困

擾」；但遭受歧視還是可以顯著負向預測身心健康狀況。也就是說，男同志群體可能

忽略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間的關聯；我們也不能因為臺灣通過同性婚姻，就認為男同

志群體在生活中不再面對歧視事件；或誤以為他們身心健康未受到遭受歧視的影響。 
簡言之，遭受歧視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影響仍值得被關注；而以社會文化因

素的角度檢視遭受歧視如何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也仍不能被忽略。減少社會大眾

對男同志性群體的歧視仍是值得繼續進行的工作。

（三）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對男同志身心健康有影響

本研究結果指出，內化污名、憂思反芻與遭受歧視有正相關；此兩者也與參與者

群體身心健康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此外這兩種近端壓力源也能顯著負向預測身心健

康。亦即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及憂思反芻會負向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這與先前

的男同志群體研究結果相似（Li et al., 2020; Meyer, 1995; Sattler & Lemke, 2019）。
如前所述，長期遭受歧視讓男同志群體內化外在社會對他們的污名，並恐懼自己

的同志身分，進而影響身心健康。遭受歧視同時讓男同志群體傾向壓抑自己，進而有

憂思反芻，也影響身心健康（Hatzenbuehler, 2009; Hatzenbuehler et al., 2008; 
Hatzenbuehler et al., 2009）。也就是說，若要提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同時要納入
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及憂思反芻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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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介效果分析也發現，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身心健康關係間

具有完全中介效果。換句話說，雖然看起來遭受歧視會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影

響；但更細膩的說法應該是：經由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遭受歧視才會對男同志群體

身心健康有影響。因此，除前述減少社會大眾對同志的歧視外，減少遭受歧視對內化

污名或憂思反芻的作用，讓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較不會受到影響，也是學術與實務界

要進一步思考的議題。

（四）復原力與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及憂思反芻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指出，復原力與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及憂思反芻有顯著負相關；且復

原力能顯著負向預測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這意謂：男同志群體遭受歧視時，其復原

力會偏低；當復原力偏低時，易有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當他們有較高的復原力時，

則有較低的內化污名，較不會憂思反芻。此結果呼應先前研究呈現的結論：復原力能

調適少數族群壓力，緩解前述壓力源的影響，例如McConnell等人（2018）發現：不
同種族美國男同志群體的復原力可正向調節少數族群壓力源，降低遭受歧視與污名的

作用。

在努力減少社會大眾對男同志群體歧視的同時，強化他們的復原力，例如增加群

體面對壓力事件的能力、社區歸屬感和家庭接受度，降低內化污名影響，也是值得努

力的方向（Meyer, 2015）。本研究結果也間接地肯定臺灣同性婚姻法通過後，對臺灣
同志群體的正面影響。畢竟，當外在社會環境對於多元性別逐漸包容，個體也可透過

復原力正向調適，改善自身內化污名。

（五）復原力顯著調節內化污名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身心健康間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復原力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顯著的正相關，也能顯著正向

預測其身心健康。此結果呼應先前研究的結論：黃俊昌（2013）、Chakrapani等人
（2019）、及Li等人（2021）指出復原力可提升男同志身心健康。
此外，內化污名中介遭受歧視與男同志群體的身心健康的效果，會因復原力的高

或低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復原力對男同志而言，有調節式中介效果，能發揮動態

調節作用機制，降低遭受歧視與個體內化污名的作用，提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此

結果呼應先前文獻：黃俊昌（2013）、Chakrapani等人（2019）及Li等人（2021）指
出復原力可降低內化污名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不過，研究結果也發現，憂思反芻在遭受歧視與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中介效

果，不會因復原力的高或低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復原力在此層面不具有調節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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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果。目前相關文獻只有Hou與Ng（2014）發現復原力與反芻思考有直接影響的關
係；而復原力、反芻思考與其他變項間的交互影響效果仍缺乏相關研究。因此這些變

項間直接、間接的作用有待往後更多的研究探討。

三、研究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發現與討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諮商與輔導相關實務人員的建議

雖然文獻已呈現了遭受歧視會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但本研究結果顯示：經

由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作用，遭受歧視才會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研究結果也呈

現復原力能顯著負向預測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因此本研究建議當諮商或輔導人員在

面對男同志尋求諮商時，有必要瞭解內化污名與憂思反芻對身心健康的作用；並且在

諮商過程中，讓男同志知道、看見與檢視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的作用；進而處理不被

看見或不被留意的內化污名或憂思反芻的作用，改善男同志身心健康。同樣地，在諮

商或輔導過程中，也得強化男同志復原力，以減緩遭受歧視對身心健康的影響。

Meyer（2003）的少數族群壓力模式理論提到，消除社會大眾對同志群體的歧視
與騷擾，可減少其內化污名。這意謂著諮商或輔導人員在從事初級預防時，得培養民

眾性別友善意識，例如在學校、醫療院所、社區場合等，推廣性別平等教育和同志議

題的講座。隨著社會大眾性別友善意識的提升，內化污名對男同志的影響應會逐漸降

低，其內在復原力也可被強化，讓其更能面對生活中遭受歧視的狀況。

（二）對諮商與輔導教育體系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反映出：諮商或輔導教育體系得在課程中，提供性別友善訊息或授課

內容，增加學生性別友善意識和多元性別教育理念，例如提供關於同志群體、多元文

化、性別研究資訊（包括文章與書籍），讓學生瞭解其能提供同志群體正向支持的方

式；也讓其知道未來如何更適切地對男同志群體提供諮商或輔導，以提升其復原力和

身心健康。

（三）對研究人員的建議

1. 研究參與者

由於臺灣男同志群體存在廣泛多樣性，建議未來研究可再多增加中年、老年年齡

範圍的參與者，以及男雙性戀和男酷兒的參與者人數。此外，也可以往臺灣本土化研

究方向發展和比較，例如針對具有原住民、新住民，都會區與非都會區等背景的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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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群體進行調查，都是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研究主題。

2. 研究主題與架構

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因子有許多種類，而其因素間相互影響的作用機制可

能非常複雜。本研究只探討遭受歧視、內化污名、憂思反芻、復原力對身心健康的影

響作用機制，但預測解釋力仍偏低。而少數族群壓力模式理論（Meyer, 2003）提到的
壓力源尚包括偏見（prejudice）、內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身分認同
（identity）等；此外可能還有其他的壓力源也會以不同機制作用，影響臺灣男同志群
體身心健康。因此，也可進一步探討復原力與上述少數族群壓力源不同因子間的關聯

性。除本研究提及之遭受歧視、內化污名可受復原力正向調節，其他壓力源因子是否

也會因為復原力的調節，而對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有不同影響，也是可以再探討的主

題。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方法部分仍然有其限制，簡述如下：

本研究之限制可分為網路取樣、問卷設計和橫斷式調查三面向限制。網路帶來的

問卷樣本限制，導致無法採用隨機抽樣，以及立意取樣的限制，造成本研究之參與者

同質性較高，大多數人為青壯年、具有大學（含）以上學歷，而這樣的研究設計可能

無法接觸到不使用網路，或是有公開揭露身分之擔憂而拒絕填寫問卷之男同志群體。

問卷帶來的內容設計限制，本研究使用之問卷量表題目數量較多，將近100題，
使有些人可能沒有意願完整填答；且由於研究採用之量表種類多、題幹敘述較長，填

寫費時，有些量表難完全採用原始版本，因而改採用短版版本之量表。

橫斷式問卷調查帶來因果關係推論的限制。本研究雖然採取少數壓力模式為理論

架構基礎，但是在研究方法則採橫斷式問卷調查，自有其因果關係推論之限制。未來

有關於影響男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研究，建議能採長期縱貫性追蹤，以進一步探討影

響同志群體身心健康的因子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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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Purpose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are at a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several negative health outcomes, such as substance 

abus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eyer's minority stress theory is popularly employed to understand how social 

stigma and constructed sexual minority communities' unfriendly social conditions affect the health of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Based on heteronomativity,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desires or identities are silenced, 

ignored, denied, or labelled as abnormal. Therefore, they may develop tendencies toward self-denial or self-

suppression. These conditions lead to different types of minority stressors for sexual minorities.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minority stressors include general, distal, and proximal stressors. However, Meyer suggested that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develop resilience to buffer the influence of minority stressors. In summary, it is essential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resilience,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ISS), 

rumination, and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male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joint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resilience on ISS, 

brooding rumination,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male sexual minorit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role of ISS and brooding rumination as mediators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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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silience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ISS, rumination, and 

health. 

Methods

This study administered a cross-sectional online survey distributed on social networking pages and sexual 

minority community groups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2021. The respondents were recruited through online 

advertisements and an online survey. This survey assessed discrimination using the Discrimination/Harassment 

subscale of the Daily Heterosexis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ISS was measured using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Measure of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for Lesbians and Gay Men. Further, brooding rumination was assessed 

using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 Furthermore, resilience was measured using the 

Resilience Scale, and health was assessed using four questions from a questionnaire designed to determin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sexual minority communities.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distal and proximal minority stressors, brooding rumination, resilience, and 

health. We used a series of path analys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s hypothesized in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Result

A total of 242 male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aged 18–70 years (M = 34.47, SD = 9.84) participated in this 

survey. The average Daily Heterosexis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score was 0.78 (out of 6). The average score on 

the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is 2.57 (out of 5). Moreover, the average score on the Brooding Ruminative 

Response Scale's short version was 2,49 (out of 4). The average score on the resilience Scale was 5.17 (out of 7), 

and the average health score was 3.32 (out of 5), respectively.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1)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and rumination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health, (2) resilie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health, (3) discrimination 

experie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and rumination, and (4) resilience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and ruminat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and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health,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were 

part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relationships among discrimination, resilience,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rumination, and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male sexual minorities did exist. The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the mediators and moderator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inority stress on health were useful. 

Some issues and suggestions were discussed to help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provide more appropriat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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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le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Furthermore, culturally sensitiv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exual minority 

health is required.

Keywords: �Brooding rumination, internalized sexual stigma, male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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